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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与西北科学考察团

———兼论西北科学考古之肇始

闫丽
（浙江大学 历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63）

内容摘要：1943—1945 年，夏鼐受“中央研究院”委派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 他在考古发掘、田野记载和文

物保存方面利用科学的方法，是中国学者在西北地区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活动。考察期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

地方民情，夏鼐屡次有效解决，极大地推动考察团顺利进行。 考察所获汉简、碑刻、随葬品等文物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至

今仍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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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 Nai and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Plus a Discussion on the Beginning of Scientific Archaeology
in Northwest China

YA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63, Zhejiang）

Abstract： In 1943-1945, Xia Nai was appointed to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group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by the Academia Sinica. Professor Xia’s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s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field documentation and the con-

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mark the first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undertake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expedition, Xia Nai effectively reacted to problems caused by the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mplex geographi-

cal conditions, greatly facilita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expedition. The artifacts obtained during the expedition, which included

Han dynasty slips, stele inscriptions and funerary objects,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are of great

value even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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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1910—1985），字作铭，1930 年进入燕

京大学， 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学习，1934 年在清华

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1939 年在英国伦

敦大学留学， 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 年回

国后先后供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0年—1982年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先后主持多

起重大考古发掘活动，发表《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

及其年代的改订》《临洮寺洼山发掘记》《敦煌藏经

洞封启的年代》《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 等文

章，并出版《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和科技史》《中

国文明的起源》等著作，在史前考古、中国科技史和

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著名

的考古学家、中西交通史学家，夏鼐的学术贡献是

多方面的。 20 世纪 40 年代，他参加了由“中央研

究院”“中央博物院” 筹备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

所联合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一年半，主要

对甘肃境内的遗址进行调查发掘。 该团考察地域

范围广， 从兰州至敦煌； 所考察的遗址时间跨度

大，自史前至隋唐。关于发掘过程和细节，除《夏鼐

日记》的相关记述外，考察团成员也有相关著文①，

此不赘述。关于考察团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较多

成果，但很少涉及夏鼐与西北科学考察团。因此本

文重点从学术史角度出发， 探析夏鼐与考察团的

关系。这对于了解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推进史前考

古、中西交通史、敦煌学、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皆有

重要价值。

一 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成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

峻，西北作为大后方，各界掀起一股“到西北去”

“开发西北”的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考察团

体前往西北进行历史文化、地质地理、森林植被、

矿产资源的考察。

傅斯年基于民族自尊心， 一直希望以科学方

法考察西北，并找到新资料加以研究，以期夺回东

方学的主导权。 1928 年，他在筹划“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未来工作蓝

图时就表示对西北研究的热忱②。 但此地区早年

经过国内外探险家和团队的盗挖， 傅斯年对还能

获得文物的数量及质量并没有太大把握。 他认为

只有在时间、经费、人力充裕时，考察才能有所成

就。 因此，1942 年西北史地考察团③派出时，他在

给西北史地考察团团长辛树帜和 “中央研究院”

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说道：“敦煌初步考查西人

走之已熟，煌煌巨制，学人共喻。 今兹之行，弟等

感觉必须稍有所得，若汉简及汉唐遗物能有特殊

发现，始免贻笑他人。 若仍系试探性质，则西籍具

在，展卷可当卧游，何必舍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

走此一躺哉。 ”［1］。又表示若经济未得到改善，此组

或许应该取消。 抗战时期，史语所经费拮据，他认

为当下最重要的事是撰写安阳殷墟发掘报告④。

所以在给叶企孙的另一封信中说：“石、劳之行，必

一无成绩（所云报告由敝所出版，亦一句话耳，盖

① 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过程，考察团成员著作有

阎文儒《河西考古简报（上）》，载《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第 7 卷第 1 期，1950 年；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

像》，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 4 期。 阎文儒《敦煌史地

杂考》，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 5 期；阎文儒《河西考

古杂记 》，载 《文物参考资料 》1953 年第 12 期 （1986 年阎

文儒将此文内容做了扩充， 并以原名分上下两部分发表

于《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 4 期和 1987 年第 1 期；阎文

儒《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载《历史与考古 》1946 年第 1

期。

② “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为这一些工作

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蕃

（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 ”（《历史语言

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 年，第 9 页。 ）

③ 1942 年 7 月至 1943 年 7 月， 由 “中央研究院”、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

察团”，是“中央研究院”参与的第一次西北考察。 考察团历

史考古组成员有向达、劳榦和石璋如。

④ 1928年起，史语所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殷墟发掘上，

1937 年抗战爆发被迫中断。 9 年间殷墟发掘总计 1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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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在科学上不能有所得也）”［1］948-949。

但在西北史地考察团结束后，向达、石璋如、

劳榦在石窟寺和简牍方面大有收获①。 向达认为

西北考古工作大有可为，1942 年 11 月 26 日，当

他还在敦煌考察时就致信朱家骅说：“今日组织考

察团在西北工作一二年之一般考察， 借明各地大

势固属切要之举， 唯如对于各种问题欲为精深之

研究以冀获一可信之结论， 则非在河西筹设一永

久性质之工作站不可。 ”②之后他又告诉好友曾昭

燏：“西北工作，绝非旅行式之考察所可尽，非设

一工作站作长期工作不可。 ”［2］。 同年向达发表

《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

问题》［3］，主张在河西选择一个适中的地点设立工

作站，对西北的古城废址、长城遗迹、古墓葬群进

行详细发掘勘测。 这个建议使傅斯年对设立西北

工作站的想法信心大增。 1943年 1月 15日，在组

织第二次西北考察（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他致

信朱家骅表示：“就目下情形言， 若能将西北科学

考察团改为‘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将其并入，

似更方便”③。 同年 2 月 2 日，李济就傅斯年对此

事的态度复信向达：“（一）于敦煌现在情形得一详

尽之纪录；（二） 于西北工作站之组织设备及工作

节目得一具体之建议， 此两事已在大函中得到极

圆满之答复矣。 ”④并就考察经费作了说明：“孟真

先生与弟同具下列意见：‘本年度西北考察团之十

万元全作历史考古用，由兄负责支配，建设西北工

作站详细计划请兄拟定……博物院筹备处本年度

预算成立后，除拨史前考古费外，若尚有余款，可

优先拨用作补充西北工作站经费。 ’”⑤西北工作

站原为“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办理，1943 年 2 月

28 日， 向达致曾昭燏信表明：“近得汤锡予先生

函，谓北大有与‘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设

立历史考古工作站之意云云。 ”［2］392但最终因抗战

期间交通不便、经费不足等原因，不能支持长期工

作， 以三家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短期

考察替代西北工作站。

二 夏鼐西北科学考察之始末

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人选几经变

更，但对夏鼐的推荐却始终如一。 向达在 1942 年

11 月 26 日给朱家骅的信中表示：“唯工作站之设

立有相当之人才而无充分之经费， 无米之炊亦难

有成”⑥。可见此时他仅担忧经费问题，对于考察人

选已经胸有成竹⑦。 同年 12月在给曾昭燏的信中

他说“若得作民兄与足下来此，则诚妙选矣”⑧，直

① 就此次考察所获，向达撰写了《西征小记》《敦煌

艺术概论》《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劳榦撰写《两关遗址考》

《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居延汉简考

证补正》。石璋如撰写《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陕西耀县

的碑林与石窟》《陕西长武县出土造像记》《关中考古调查

报告》《敦煌千佛洞遗碑及其相关的石窟考》《河南浚县刘

庄的汉墓》等文；同时他在著作《莫高窟形》中，公布了考察

期间莫高窟诸窟的测绘资料和拍摄图像，在石窟寺考古上

具有重要价值。

② 《向达致朱家骅信》，1942 年 11 月 26 日，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4）。 此据笔者于 2021

年 1月 11日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抄录所得，以下

有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未标明出处的资料皆为笔者抄录。

③ 《傅斯年致朱家骅信》，1943 年 1 月 15 日，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2148。

④ 《李济致向达信》，1943 年 2 月 2 日，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4）。

⑤ 《李济致向达信》，1943 年 2 月 2 日，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4）。

⑥ 《向达致朱家骅信》，1942 年 11 月 26 日，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4）。

⑦ 向达 1942 年 11 月 26 日致朱家骅的信中说：“至

于人才，则研究院济济多士，历史考古人类学诸门经寅恪、

孟真、济之、思永、彦堂、俊一、纯声诸先生之倡导、熏陶，后

来不少髦俊如夏作民、曾昭燏、吴禹铭诸君在历史考古诸

方面学有专长，皆可独当一面，在惊沙大漠中一试身手，初

不必局囿于西南一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

九三 -139（4）。

⑧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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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达他想让夏鼐和曾昭燏主持西北工作的想

法。之后，曾昭燏回信或许因其在“中博院”的工作

无暇顾及而推辞。 1943 年 1 月向达复信时提出

“私意作民（夏鼐）如能同石君璋如来此，正式作有

系统之发掘，绝不至于毫无所得。 ”［2］388向达与夏

鼐相识于英国留学时期，每谈及夏鼐，向达都赞不

绝口， 他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道：“作民不唯于考

古学出色当行，即于史学、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各部

门，亦有相当修养。 若再能在西北驰驱一二十年，

自可开一代风气”［2］394-395。 夏鼐在留学期间系统学

习了经纬仪测量法、 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与室内

整理、矿物与岩石示范、田野考古的目的与方法、

考古绘图、体质人类学等课程，并先后参与梅登堡

城址①、 阿尔曼特遗址②、 杜韦儿遗墟③的发掘工

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见向达所言非虚。

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

长及“中央博物馆”筹备外筹备主任的李济是夏鼐

的老师，对他也非常赏识，早在夏鼐还在英国时就

有意聘请他④。 因此在人选方面，他与向达有相同

的意见。 1943 年 2 月 2 日， 他给向达的信中说：

“夏作民兄返李庄时，弟劝往西北助兄一臂”⑤。 向

达对西北考察考虑得更为细致，3 月 1 日他写信

给傅斯年、 李济表示：“工作站达既不能负主持之

责，故于人选一事，自无所用其置啄，至于作民兄

如不来此瓜代，则达唯有结束一切，作逐渐撤退，

东归返川之计耳”， 又表示：“达在此俟作民兄来

后，即行东归。作民在此，人生地疏，璋如先生人既

精干，留此时间亦长，各方面俱熟悉，如能为作民

① 梅登堡城址（Maiden Castle），是位于英国多塞特

郡治多尔切“斯特西南 2.5 千米的一座铁器时代丘堡。 早

期的考古学证据显示，此地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土石

建筑和坟冢。 梅登城堡建筑始于公元前 600 年左右，早期

规模很小，占地面积大约为 6.4 公顷；约公元前 400 年开

始扩建，面积达 19 公顷，使它成为当时英国最大的山丘堡

垒；公元 300 年后，城堡开始衰败，西部地区被弃用。 罗马

时代，它属于凯尔特人支系杜罗特里吉人的领土范围。 在

1 世纪罗马征服不列颠后，此地逐渐被废弃。 6 世纪时已经

完全被废弃。 整个中世纪城堡所在地都被用作农业生产。

20 世纪 30 年代， 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 （Sir Robert Eric

Mortimer Wheeler）对此地开始发掘，使其全貌得以呈现，

此时留学英国的夏鼐、吴金鼎也在惠勒的指导下参与发掘

工作。

② 阿曼特遗址（The site of Armant），位于尼罗河西

岸 ， 距卢克索西南约 9 千米 。 该遗址是崇拜战神蒙图

（Montu）的一个重要场所。 从内克塔内布二世（Nectanebo

II）统治时期（公元前 360—343 年）开始，神圣的 Buchis 公

牛就被埋葬在这里。这种崇拜在接下来的 650 年里一直延

续。 此外，该遗址还包括一些前王朝和早期的墓地。 1926

年，在蒙德爵士 （Sir Robert Ludwig Mond，1867—1938）的

财政支持和指导下，该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发掘工

作先后由埃默里（Walter Bryan Emery，1903—1971）、弗兰

克福特（Henry Frankfort，1897—1954）、格林（Frederick Wi-

lliam Green，1869—1949）、迈尔斯（Oliver Humphrys Myers，

1903—1966）主持。 夏鼐在留学期间（1938 年 1 月—2 月）

主要参与了第 33 号遗址的发掘。

③ 杜韦儿遗墟（Tell Duweir），位于巴勒斯坦，已经

被确认为圣经中的拉齐什（Lachish）。它是以色列示非拉地

区的一座古代迦南人和以色列人的城市，在希伯来圣经中

多次提及。 在《约书亚记》中，拉其什被提到是以色列人因

加入反对基遍人的联盟而被摧毁的城市之一。 该地区后来

被划归犹大部落，成为以色列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在王国

分治后，拉齐什成为犹大王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地位仅

次于首都耶路撒冷。 拉其什最出名的是公元前 701 年被新

亚述人围攻和征服。 1932 年—1939 年， 由斯塔基（James

Leslie Starkey，1895—1938）领队，图弗内尔（Olga Tufnell，

1905—1985）、哈丁（Gerald Lankester Harding，1901—1979）

等参与的英国探险队在实业家马斯顿 （Charles Marston，

1867—1946）和威尔科姆（Henry Wellcome，1853—1936）的

资助下，对此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 夏鼐在此遗址参与发掘

了 1067号房屋遗迹和东北角 4000号墓地的 4034号洞穴。

④ 1939 年 12 月 16 日李济给夏鼐的信中说：“无论

如何欢迎你回来加入我们。 博物院能给你每月 180 美元的

薪水。 此职位保留到明年一月，但因欧洲目前之局势，我们

建议你还是尽早回来为宜”。 （史语所档案：考 12-3-2。转引

自刘文锁、博思源《夏鼐与李济》，《古今论衡》第 20 期，历

史语言研究所，2009 年。 ）1942 年 12 月傅斯年给叶企孙的

信中也说：“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 （岳

南《南渡北归：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年，第 89 页。）

⑤ 《李济致向达信》，1943 年 2 月 2 日，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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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助，岂不甚佳”［2］420-421。

其中，石璋如以史前遗址见长，第一次考察之

前他就以“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齐家、仰韶、马

厂、辛店、寺洼、沙井）为预定计划”［4］。 所以在考察

结束后，他认为“劳先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回

到李庄，我的调查工作还未开始。”而且“原本预定

先做完沙井遗址后， 安特生剩下来的遗址就分布

于陇南、 青海一带， 离沙井很远……现在无法成

行。 ”［4］270但由于他们已经作了千佛洞调查，所以

他希望前往巩县石窟和龙门石窟，也因此未能参

加第二次西北考察。向达对夏鼐前往西北的希望

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对于石璋如不能帮助夏鼐，

向达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达愿在旁协助，将工

作站成立，然后东归；过此，则非达之力量所能胜

矣”［2］395。傅斯年早有派夏鼐前往西北考察之意。向

达对此也强烈建议，3 月 9 日他给王重民的信中

确切地说：“孟真、 济之先生来函谓即拟以此款在

敦煌设立一工作站，命弟在此主持筹备，且拟派夏

作民（鼐）兄来，北大亦有命弟留此勿归之意。弟俱

覆函力荐作民主持此事”［5］。 说明此时夏鼐作为西

北科学考察团的人选已经确定。

1943 年 5 月 31 日，夏鼐抵达重庆，开始了西

北考察的准备事宜。当日他拜谒叶企孙和“中央研

究院” 会计处主任王敬礼时被告知：“‘中央研究

院’ 已决定派余及向觉明先生二人参加西北科学

考察团历史考古组， 希望余不久即可赴西北工

作。 ”［6］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原定 9 月底出发，

但夏鼐自 9 月 17 日起连日生病①，身体条件不允

许远赴西北。 因此，9 月 21 日向达写信向傅斯年

询问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进展时说：“达与作民商

量， 以为关于今后历史考古组西北工作， 不外三

途：（一）根本取消；（二）由左右及济之先生另简贤

者， 重组历史考古组赴西北工作；（三） 待作民愈

后，于明年一、二月再行出发。区区之见，不识先生

以为如何？ ”［2］42311 月 4 日，向达再次致信傅斯年

表示：“（夏）作铭病愈，唯身体尚未复员，劳作稍

久，即感疲乏，是以今冬出发赴河西一事，亦不敢

向之强聒”［2］424。 可见在三种方案中，傅斯年依旧坚

持由向达和夏鼐前往西北， 并趋向等夏鼐病愈后

再出发。 由此，原定 9月底出发的西北考察不得不

延迟。

但在客观上使考察团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除

考察前的公务外， 夏鼐大量阅读与西北相关的中

外研究论著。 国内论著包括正史、地方志、考察日

记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

西域传》《华阳国志》《甘肃通志》《肃州志》《流沙坠

简》《敦煌随笔》《居延汉简考释序文》《敦煌佛教艺

术的系统》等。 外国论著涉及《远东地形学与考古

学研究》《塞林提亚： 中亚与中国西域考古记》《奥

莱尔·斯坦因爵士于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5 年进行探险期间测绘的中国新疆

和甘肃地图研究报告》《沙埋契丹废墟记》《斯坦因

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敦煌石窟》《敦煌

画の研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其实夏鼐并

不是首次阅读这些外国学者书籍，早在 30 年代英

国留学期间， 他就已经大量阅读了海外汉学家与

中国历史考古相关的著作②。 他阅读的西北地区

① 1943 年 9 月 21 日向达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十七

日起作民（夏鼐）即感不适，至今六日，发热常在三十九至

四十度之间，经同济唐大夫及本所张大夫诊视，以为十九

系伤寒一类病症，明日即抽血送同济医院一验，看目前情

形，作民病愈复元，或须二月，今年历史考古组西北之行，

真可谓多灾多难矣。 ”（李 38-2-5），转引自荣新江《向达先

生敦煌遗墨》，中华书局，2010 年，第 423 页。

② 在《夏鼐日记》中有相关记载。 如 1934 年 3 月 12

日：“阅书马伯乐《中国与中亚》”；1935 年 4 月 28 日：“阅郭

沫若译、米海里司著《美术考古发现史》”；1935 年 12 月 30

日：“阅高本汉 《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1936 年 1 月 4

日：“阅斯坦因 《古代中亚的通道》”；1936 年 2 月 18 日：

“阅西尔伦的 《早期中国美术史》 卷二之汉代艺术”；1936

年 2 月 23 日：“阅吴雷 《挖掘发现过去》 ……又阅勒可克

《新疆的地下宝藏》”；1936 年 2 月 25 日：“阅安德鲁斯所

作 《新疆出土汉代丝织物》”；1937 年 1 月 7 日：“阅纳尔逊

《华北的考古调查》”；1939 年 8 月 12 日：“阅毕格鲁塞 《沿

着佛的足迹》”；1940 年 6 月 16 日：“阅沙畹《北中国考古调

查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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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著时间范围上自马家窑、齐家史前遗址，中

至隋唐绘画、石窟，晚到明清史料碑刻，这使他对

西北的研究情况有了更全面的把握。 除文字材料

外，夏鼐也非常注重图像资料。 考察前，他预先描

摹了古籍及西方学者书中与西北相关的地图，以

供考察之用①。 夏鼐在阅读汉至唐各史地理志时，

又将有关河西走廊的内容抄录成册， 为绘制汉唐

时期河西地图做准备。这都为考察团的发掘和研

究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 1944 年 3 月 21
日，因购机票排序问题，向达先行前往兰州。夏鼐

乘坐下一班机于 4 月 4 日抵达兰州，西北考察正

式开始。

考察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考察

自 1944年 4月 4日夏鼐抵达兰州到 1945 年 1 月

15日他返回兰州。 主要工作地点在兰州和敦煌附

近，在兰州调查西果园、十里店、土门后山、曹家

嘴、青岗岔等史前遗址。在敦煌地区主要是发掘敦

煌墓葬群、调查石窟寺遗址，以及考察汉长城烽燧

遗存。 其中发掘墓葬共 30座，包括敦煌佛爷庙东

近 2 千米处的六朝墓葬 10 座（FYM1001—1010）、

佛爷庙东破墩子下的六朝墓葬 8 座（FYM501—

508）、老爷庙唐墓 2 座（LYM 一—二）、敦煌城南

沙山墓葬 10 座（M101—110）。 考察遗址包括小

方盘城、寿昌古城、双塔堡、锁阳城等，并对千佛

洞和西千佛洞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第二阶段

的考察从 1945 年 1 月 15 日到 12 月 18 日夏鼐

离开兰州。 主要工作地点在临洮、张掖、武威。 考

察的遗址包括临洮辛店、寺洼山、阳洼湾、瓦罐嘴

等史前遗址，张掖黑水国遗址，以及武威三角城、

沙井子、黄蒿井子等。另外，夏鼐等人还在武威发

掘了两座慕容氏墓葬，分别为唐金城县主和慕容

曦光墓。

1945年 12月 18日，夏鼐结束考察从兰州返

回重庆。 返程途中，由广元前往李庄时，因所携五

箱行李过重且经费不充裕②， 夏鼐只能从水路返

回。 1946 年 1 月 4 日他经过广元时，所乘船只遭

到抢劫，除器械现金及私人物品外，还丢失了西北

考察团在武威所掘得的木质黑漆马鞍残片 7 片

（其中 4片镶嵌有金片花草禽兽装饰）、 西北史地

考察团石璋如经手所购玉带钩 10件，以及考察团

拍摄但还没来得及冲洗的胶卷 10卷③。 “中研院”

对此事格外重视，事后多次致函广元、阆中县政府

及四川省政府寻求帮助④。 政府部门收到公函后

予以高度重视， 由广元市警察局长刘彦章亲自率

① 做“《甘肃通志》所附关外三县地图及镇番、金塔

二县的地图”（夏鼐《夏鼐日记 》卷 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1 年，第 143、158 页。 ）“又拟作敦煌二十五万之一

地图，以无余暇，转请潘实君将斯坦因《亚洲腹地：中亚考

古报告》中者放大一倍，摹画一张。 ”（夏鼐《夏鼐日记》卷

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58 页）。

② “广渝交通本有水陆二途可以抉择，生离兰时曾

取得西北公路局黄副局长（兆桐）之介绍信，川境虽亦屡闻

拦路劫汽车及翻车遇险之事，然较嘉陵水道为安全，故生

原拟乘车返渝，递先与路局接洽，最后决定放弃原来之计

划者，实由于下列二原因：（1）运输问题，现下以开“复原

车”之故，路局欲多载乘客，以求统计数字之可观。 广渝客

车，每客随身行李由三十公斤减低为二十公斤，生所携行

李达百五十公斤，若依新章，只能随身带二十公斤，其余须

改做包裹运输，留在广元候便车运渝，何时到渝，不能预

定。回忆去年在敦煌交运之标本箱，虽经总局之屡次电催，

历时半年始运抵兰州，而且中途无人照料，箱中物件，如有

损失，无人负责。 去年由敦运兰之箱，即有被打开者，其中

系破砖碎瓦，故未被窃，此次由兰来广，每日上车下车，皆

亲自照料行李，路局人员，正为疏忽。（2）经费问题。当时四

川路局新行加价。所携之款，除购客票外，包裹运费已不足

够。 若电渝，请汇款，则须等候数日，而路局由元旦日又将

加价，即请款亦无法估计确数，加价后恐仍不敷，依旧发生

困难。 由于此二原因，生乃改而接洽水运。 ”，采自《夏鼐致

傅斯年信》，1946 年 2 月 11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

案号：三九三 -139（3）。

③ 《“中研院”致广元政府函：夏鼐被劫物品清单》，

1946 年 3 月 5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

139（3）。

④ 目前笔者共收集朱家骅、傅斯年与广元、阆中县

政府及四川省政府来往信函 15 封。内容以帮助夏鼐返渝、

捉拿盗贼及寻回丢失文物为主。 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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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破获此案，并以防范不周清查当地保长①。 然而

丢失的文物及胶卷却并未找回。 1946 年 2 月 24
日，夏鼐安全抵达重庆，西北考察正式结束。

三 夏鼐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贡献

考察期间，向达虽任考察组长，但因他不熟悉

田野考古技术，所以较多地承担行政事务［7］。 他在

1944 年 9 月 13 日给袁同礼的信中表示：“五月抵

敦，复亦曾告孟真先生，工作站既已成立，三个月

后达即准备东归”［2］431。 这与向达预计帮助夏鼐熟

悉西北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后就返回重庆的计划

一致，10月 19日向达离开敦煌。 之后的考察工作

交给夏鼐和阎文儒， 但阎文儒在考察期间分别就

职于敦煌艺术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学院。因此，全面

主持考察团的夏鼐 “实以一人之力代表史语所在

甘肃从事先驱性的工作”［8］。 历时近两年的考察，

收获颇丰。 在考察期间，夏鼐贡献颇多，主要归纳

为以下两方面。

1.科学方法在西北考古中的首次使用

此次考察是夏鼐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工

作。他在考察期间严格应用考古学方法，每到一处

要么拜访当地活跃的文化人， 要么参观遗址点或

民众教育馆，尽可能地了解当地的文物状况，做到

了调查的广泛性。在发掘方面，严格按照探方分格

的方法，并以熔蜡法提取木质。 在田野记载时，随

时绘图摄影，以便更好地记录文物情况。在文物保

存方面，考虑到文物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夏鼐对大

型文物采取就地保存的方式。 这些都是当时科学

考古方法首次应用到西北地区考古发掘的表现。

夏鼐曾说：“考古工作者成绩如何， 主要不是

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 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

掘出这些东西而定”［9］。 他认为科学的发掘方法，

“目标在搜取古代一切遗物或遗迹，以重造古代历

史”［10］。而此前西北地区的考察，采用盗挖的方式，

目的在于“寻宝”。 我国早期由董作宾主持的殷墟

发掘也采用了非科学的方式，直到李济、梁思永的

参与才改善了这种局面。 1935 年 5 月，夏鼐留学

前在殷墟实习发掘时就表示：“中国考古学上的材

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

了重要的枢纽”［11］。 1936 年他在给梅贻琦的信中

说：“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 必须以埃及考古

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

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

借镜”［12］。 1941 年，夏鼐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文科

研究所演讲考古学方法论。他主张应用层位学、标

型学等方式进行科学考古［10］41-48。 夏鼐关于考古学

的先进理论及国际方法都成为了此次考察的理论

基础。

在遗址发掘方面，夏鼐应用探方法发掘。这个

方法是夏鼐 1936年在梅登堡遗址（Maiden Castle）

学习的成果。 此遗址的主持者惠勒将整个遗址以

10 英尺的探方分格发掘， 首创开探方发掘的方

法。夏鼐在此地进行了六个星期的专业发掘训练。

他将此方法应用到敦煌墓葬发掘中。 而且在发掘

时，他非常关注文化层的延展和地下堆积情况。这

些在西北地区墓葬考古上是史无前例的。 面对文

物提取时的困难，夏鼐也应用了科学的方法，以便

尽可能地保存文物的出土原状况。1944年 10月 9
日，在敦煌沙山 M107 提取木俑时，夏鼐应用了彼

特里的融蜡法②，这是当时木质器物提取的先进方

① 《广元县政府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公

函》，1946 年 1 月 5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

三 -139（3）。

② 在考古发掘中当木头暴露在空气中时，由于持续

收缩，它很容易变成碎片。 如果已经腐烂，但接近干燥，最

好的保护措施是给它涂上蜂蜡或石蜡。 如果出土木质物很

容易被提取，那么先用细线环绕在周围提取出来，然后整

个浸在热蜡中，直到浸透；或者在物体上面快速地涂上一

层蜡预先保护，然后整体提取，之后用加热蜡加以浸泡。 如

果出土物很难提取，则在高温的石蜡上涂抹几乎达到沸点

的蜡。 然后像热水一样浸入木材深处加以固定，使它能够

相对安全地被移动 。 参见 W. M. Flinders Petrie，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The Macmillan Company，1904，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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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虽然无法保存原色，但可使木质不缩皱，已经是

很大的突破。 在老爷庙M1提取陶俑时，夏鼐主张

“剔去泥土，包以麻布，围以石膏，然后提取，结果必

佳”［13］。但因时间和设备有限，使文物出现断裂。虽

然夏鼐做了标记以便今后粘合。 但足以说明当时

的客观条件仅在一定程度上能支撑科学的发掘。

田野记录方面， 夏鼐参照国外科学发掘报告

撰写发掘笔记①。 在发掘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发掘

情形、 地层状况和出土文物的情况。 除文字记录

外，夏鼐非常注重图像资料的保存。 在考察期间，

他绘制了各地的遗址分布图。如在临洮县发掘时，

以二千分之一比例尺绘测寺洼山遗址附近图。 在

千佛洞考察时， 又以盛胜保②测绘的万佛峡图为

蓝本进行描摹。 在敦煌发掘墓葬时，他绘制了《敦

煌城区平面图》以及各墓葬的平面、立面墓室图和

遗物图。 他还严格按照地层学的方法分析墓葬的

各个文化层层位， 在地层剖面图中， 侧重横纵剖

面，这在此前西北考察的探险家绘图中从未有过。

考察时夏鼐随身携带照相机， 他所摄照片不再以

考察团人物为主，而是侧重于遗址图、文物图及地

层图。因敦煌照片冲洗价格昂贵，夏鼐特将空仓库

改成暗室自行冲印。 他还经常利用休工的时间或

冲洗照片，或补绘测地图。 其中夏鼐考察时的“石

俄博”，即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的汉

代烽燧“破羌亭”，在 21世纪初因修建水电站已经

毁坏③，但夏鼐的照片保存了当时的状况。 可见这

些图文资料在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在文物保存方面， 夏鼐对大型文物采用就地

保存的方法， 对小型文物分类整理后用棉花和麻

布仔细包裹。对于佛爷庙 M1001出土的 559块花

砖，因体型较大不便运输，且夏鼐出于不脱离原历

史环境的考虑，在考察团离开敦煌前“全部运到千

佛洞。 依原来的样式复原，分做二段，堆砌在张氏

编号第 9 洞中，做永久的保存。 ”［12］50这种复原保

存工作前所未有，“在中国田野考古方面， 尚恐为

第一次”［6］253。 这种保存方式也使这批花砖在战乱

中没有流散，至今仍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对于武威

唐墓出土的 38 片带金饰马鞍残片，夏鼐“皆裹以

棉花，外加麻纸标识号码”④带往重庆，可见对文物

保护的重视。

2.夏鼐对考察所遇困难的有效解决

当时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社会条件艰苦、

地方民情复杂，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夏鼐在

考古发掘中仍然坚持不懈， 并就墓葬地形与土质

进行详细分析。在遇到困难时，夏鼐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屡屡解决困难，化解危机。 这也极大地保证

了此次考察得以顺利进行。

考察团派出后， 傅斯年因经费不足并不抱太

大希望， 在 1944 年 8 月 26 日给夏鼐的信中说：

“或者省下之钱，兄多走数处，亦一理也。大规模之

发掘，决非今日之可能，零星小掘，则本不能存奢

望也。 ”［1］115410 月 5 日他写信给夏鼐再次表明：

“其实此日大局，影响及于国计民生者，亦不容许

兄等久在西北也……兄亦当于工作费用完后即

返。 ”［1］116211月 25日夏鼐回信傅斯年报告了在敦

煌所获汉简和文书［14］，傅斯年大为欣喜。 在次年 2
月 5日给夏鼐的信中说“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

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关

于考察团之后的走向，他表明“兄似可再在甘肃作

一夏天……武威、张掖之北，长城之外，直到草地，

似尚有多处可走，如此则研究之对象，仍是汉唐旧

迹。若欲改变作风，往黄河上游一走，包括洮水区，

① 《夏鼐日记 》中记载 ：“阅 H. R. Hall，A Season’s

Work at Ur‘霍尔：《乌尔一个季度的工作》’。 写作《敦煌发

掘记》，布局剪裁，拟以此书体例为本，不知能写出否 ？ ”

（夏鼐《夏鼐日记》卷 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47 页）。

② 盛胜保：工程学家，在抗战前后任西部甘新公路工

程师，主持修建兰新公路和中缅公路。 他在新疆筑路 3 年

期间，其妻邵芳跟随他到敦煌，并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

③ “在亭隧遗址之南建俄博电站，破羌亭遗址被毁

无存”。 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

版社，2008 年，第 284 页。

④ 《夏鼐给傅斯年信》，1946 年 2 月 11 日，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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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西宁， 或更西， 亦佳， 此则当是史前问题

耳。 ”［1］1190对夏鼐的继续考察表示了极大支持，同

函甚至说可以再争取经费支持。 2月 6日，他给朱

家骅的信中对夏鼐大为赞赏， 他说：“夏君乃本所

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之下，将来于考古

界之贡献必大”［1］1193。 可见夏鼐在第一阶段的考古

收获，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考察团继续工作的条

件。 在《“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 17 年至 37 年）》

中， 详述了史语所的组织机构及二十年以来的成

果， 其中着重提及了考古组在甘肃地区的考察活

动，即“三十三年发掘敦煌汉唐遗迹。 三十四年发

掘洮河流域及民勤史前遗址多处， 得有完整陶器

及石器， 又在武威发掘唐墓得墓志及珍贵之殉葬

品”①。可见，此次考察在史语所的重要地位。这自

然离不开与夏鼐的功劳。

在敦煌墓葬发掘前， 夏鼐通过大量阅读河西

地质、地理情况的文献，弄清楚了墓葬中的“砾岩”

是地下盐碱和石灰的可溶物。 因为水分蒸发上升

凝结，使墓道中的松软填土变成了坚固的砾岩。在

发掘时， 他通过分离墓葬中因水分蒸发而产生的

“砾岩”和原始砾岩，成功将墓道的原状清理出来。

此外，发掘之初，考察团因没有正确找到探沟的位

置而无法继续进行。在此之前，斯坦因和石璋如也

出于这个原因放弃发掘敦煌墓葬。 但夏鼐通过将

敦煌唐墓与吐鲁番一带的六朝至唐墓葬进行比

较， 发现古人在戈壁上筑坟的方式是在砾岩处挖

倾斜的长沟做墓道，较深的一端掘横穴做墓室，保

留墓室顶部的砾岩， 仅用沙砾堆积的坟堆表示墓

室的位置。这种思考使他迅速找到墓地的探沟，为

后期发掘奠定基础。 ［12］48发掘之初，考察团以竹篮

吊取的方式起土，此法极费人力和时间，严重影响

了发掘进度。 直到夏鼐以当地汲水的桔槔②为灵

感制作取土工具代替竹篮，提高了发掘效率，才彻

底改变了掘进慢的局面。

敦煌自然条件严酷，气候环境恶劣。但学术研

究的热忱促使夏鼐克服了这些困难。 佛爷庙发掘

结束后，考察团决定前往千佛洞避暑。待其他成员

到莫高窟后，夏鼐又独自留在了工地将近十天，专

门补测墓地的墓坑分布图， 当时温度达到了华氏

120度（48摄氏度左右）。对此，夏鼐当时就赋诗形

容发掘的环境：

前生合成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

静参禅悦眠门板，闲观题壁啜苦茶。 ［6］194

1945 年 11 月 4 日， 夏鼐在小方盘城考察时

住在帐篷中，因天气寒冷“晚间生火取暖，以帐篷

无火窗，烟雾迷目，记日记时，真有向君所谓‘泪随

笔下’之感”［6］243。11月 11日，在考察汉代烽燧时，

夏鼐发现“西碱墩似即斯氏之 T.XXIIIV”，想前往

调查，但随行士兵们因路程较远、天气寒冷，“颇欲

赶到圆井住宿店， 不欲复居帐篷， 虽屈从余等之

言，而颇有怨意”［6］250。 在这种情况下，夏鼐仍坚持

前往西碱墩且在第二天一大早再次到西碱墩记

录。在考察期间，也正是夏鼐的这种执着使考察团

尽可能全面地调查了汉代烽燧。

夏鼐在西北考察过程中不仅仅是与天 “斗”、

与地“斗”，还要与人“斗”。 1946 年在临洮发掘寺

洼山 A 区时， 田主赵永年向夏鼐索要 5000 元才

允许发掘。夏鼐多方寻求帮助，最终由寺洼山保国

民小学校长陈克家率领警察来工地帮助协调，“允

以千元补偿其损失，否则以强力执行”［6］319才解决

此事。 此外，5 月 24 日，因未收到考察团汇款，夏

鼐“早餐后囊中只余 25 元，连购一碗面条的钱也

不够”［6］334， 不得已多次向临洮师范学校校长王宇

之寻求经济支援。 《夏鼐日记》1945 年 5 月 17 日

载：“汇款仍未至，明日取木箱的钱也不够了，颇为

着急……晤及王校长，拟暂支数千元，王校长谓校

① 《“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 17 年至 37 年）》，1948

年 2 月 ，“中央研究院 ”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 档案号 ：

309-01-01-089。 此为笔者 2019 年 1 月 15 日在“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抄录所得。

② 桔槔，又称“称杆”，是中国农村通用的旧式提水

器具。 工作原理是在一根竖立的架子上加一根细长的杠

杆，中间为支点，末端悬挂一个重物，前段悬挂水桶。 当人

把水桶放入水中打满水以后，在杠杆末端的重力作用下将

水便轻易地提升至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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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购平价布刚汇了 8万元，无余款可借。余往省

银行晤及张经理，以有客人在座，且与之仅晤面一

次，不好意思开口借钱。 赴袁荆山先生处，以昨日

洮惠渠刚放水，今日正在渠上忙着，未曾遇到。 ”［6］332

次日在日记中记载：“晨间晤及王校长， 将昨日所

拟之电稿与之一观， 兰州 7000 元款未汇来时，拟

请其暂借 3000 元，以便下午往提取木箱，承其允

许。 ”［6］332又见 5 月 24 日 “只得再向王校长处借

1000 元，花了 200 元购稻草。 ”［6］3345 月 25 日载：

“又至王校长处声明有车拟即先返省城，所借之钱

如未汇出，到省后当即汇寄。后县政府通知明日有

车赴省，乃前往接洽，连行李一共要 8000 元，须先

付 2000元定洋。返校觅王校长未得，至县府，晤及

阎县长，即向之借 2000 元。 ”［6］335以及 5 月 26 日

“向王校长再借 1000元。旋张观芹先生来谈。 ”［6］333

在武威发掘时， 武威士绅想扣留出土的慕容氏墓

志。在他们的纠缠下，夏鼐最终不得已仅将墓志拓

片带回，才得以脱身。 当时，夏鼐多次与当地士绅

协调， 并向武威县长马国昌和甘肃省政府主席谷

正伦寻求帮助①。 同时他也向朱家骅、傅斯年报告

此事并申明文物的归属权。朱家骅、傅斯年予以重

视，他们多次与谷正伦、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袁翰

青等交涉，1946 年 5 月 7 日朱家骅致电谷正伦

说：“武威县发掘之墓志一件。 已电讬兰州科学馆

袁馆长翰青代领暂存”②，最终以文物归属“中央研

究院”，暂存于甘肃科学教育馆而终。 由此可见夏

鼐在文物保护中认真求实的精神。

总之， 西北科学考察团是 20 世纪 40 年代建

设西北、开发西北的产物。 受抗战影响，经费不充

足，“中研院” 史语所对西北的开发由长期的西北

工作站改为短期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夏鼐的参与

除个人学识外，也离不开傅斯年、李济的认同和向

达的推荐。 考察前夏鼐的充分准备与考察期间对

所遇困难的有效解决皆促使考察团顺利进行。 此

次考察是夏鼐首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 在发掘方

法、 田野记载和古物保存方面皆使用了科学考古

的方法。 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西北地区首次科学考

古发掘的应用。

① 参见夏鼐 1945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10 日的日

记记录（《夏鼐日记》卷 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第 410—419 页），以及夏鼐与武威县县长马国昌、民政厅

厅长赵文龙的 3 封来往信件（陈乐道《向达、夏鼐西北考察

纪行》，载《中国档案报》2010 年 9 月 2 日，第 3 版）。

② 《朱家骅致谷正伦电》，1946 年 5 月 1 日，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 -139（3）。

158· ·


